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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业在要素层面的深度融合是形成产业集聚优势、促进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以生产

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两大产业间要素层面的协同集聚为视角，结合中国 ２４ 个省份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年的面板数据，
采用差分 ＧＭＭ方法分析产业间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产业协同集聚依赖于
要素的适配性。总体上，生产性服务业与劳动、技术和资本要素密集型制造业的集聚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虽

具有不同的影响效应，但目前均处于抑制阶段；将生产性服务业按高端和低端划分后研究发现，只有高端生

产性服务业与劳动、技术要素密集类型制造业的集聚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具有促进作用，其他情况均为抑制

作用。因此，还需进一步推动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劳动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间的协同集聚程度，并通过要素

集聚优势驱动产业结构升级，以更好地促进地区绿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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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

显示，１９７８—２０１２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高达近 １０％。经济高速增长背后，固定资产投
资的年均增速竟高达 １５ ５％。可以这样说，１９７８—２０１２ 年，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来源
于资本投资。资本投资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长期倚重资本投资的发展模式也产生

了诸多问题，如经济增长效率不高、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等。这些问题已逐渐成为中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为此，在资源节约和环境改善条件下的经济高效率发展，即绿色发展，

已成为当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２０１２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新一代领导集体将“绿色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随后，２０１５ 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更是将绿色发展提升为与创新、协调、

开放、共享并列的国家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走过近十年，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代表的绿色发

展理念已经成为当下全社会的普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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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领域绿色发展的关键在于以绿色增长效率提升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转型发展。产业间要素层

面的专业化协同集聚作为经济结构转型发展的主要方式，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具有重要影响。这是

因为：一方面，从要素配置主体行为来看，总量要素如资本、劳动和技术在不同产业间的协同集聚可以

实现产业间不同企业的要素资源共享，促进创新行为，提升所有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而推动地区经济绿

色高效发展；另一方面，从空间表现形式和产业组织方式来看，产业间要素层面专业化协同集聚能够

促进地域相邻产业间的知识和技术溢出，形成产业间集群竞争优势和规模效应，提升产业整体效率进

而推动地区经济绿色高效发展。

可以肯定地说，产业间在要素层面的协同集聚将是形成地区产业集聚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因素。那么，当前中国的产业间要素层面的协同集聚如何影响绿色经济增长效率？不同的要

素密集型产业间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又会呈现出哪些不同的特点？为探究这些问

题，本文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产业协同集聚为视角，选用中国 ２４ 个省份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年的面
板数据为样本建立动态面板估计模型，采用差分 ＧＭＭ分析了要素层面不同产业间协同集聚对绿色经
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文章剩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在梳理分析现有关于产业协

同集聚与绿色经济增长效率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评述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本文可能的创新点；第三部

分为实证研究设计，介绍了实证模型的构建、变量和指标数据的选择过程；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

阐述了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影响的估计结果、并对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产业异质

性检验；第五部分为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综述

产业集聚反映了同一或不同行业的空间分布状态。当前，国内学者以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为

例研究产业间协同集聚与绿色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主要聚焦以下三个方面：

（一）生产性服务业间的集聚与绿色经济增长效率关系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知识密集型行业，具有显著的知识和绿色技术溢出外部性［１ ２］，但由于集聚过

程本身会产生巨大成本，因此其与绿色增长效率的关系需要视外部性带来的增长效应与成本的比较

而定。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外部性的依赖程度看，依赖程度越强，说明成本既定的情况下集聚产生

的外部性越强，进而越有可能促进绿色增长效率的提升。例如，陈晓峰和周晶晶［３］认为，越高端的生

产性服务业间，集聚对于外部性的依赖程度就会越强。因此，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间的集聚更有利于提

升绿色增长效率。李珊珊和马艳芹［４］认为，当前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整体上偏低端化，低端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对于外部性依赖程度较弱，因此集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绿色增长效率的提升。从生产性

服务业间集聚的要素适配性来看，要素适配性越强，说明成本既定的情况下集聚会带来更大的外部

性，进而越有利于提升绿色增长效率。例如，徐晓红和汪侠［５］认为在集聚模式与禀赋条件更为匹配的

特大及大城市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生产率具有提升作用，而在中小城市由于集聚模式与城市

规模匹配度低会引起结构性错配现象使得集聚对绿色增长效率具有抑制作用。

（二）制造业间的集聚与绿色经济增长效率关系

制造业集聚除具有和生产性服务业相似的知识、绿色技术溢出外还具有生产要素共享和规模经

济效应等，都会对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产生促进作用［６］。与此同时，制造业的过度集聚也会产生拥

堵效应、环境破坏效应等负外部性［７］、制造企业间追逐“集聚租”或“政策租”造成的同质化竞争［８］等，

均不利于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因此，受正负两方外部性的影响，制造业集聚与绿色经济增

长效率的关系往往表现为非线性。如，纪玉俊和李志婷［９］通过地级市数据的研究显示，制造业集聚与

城市绿色增长效率之间呈倒“Ｎ”型关系；张治栋和秦淑悦［１０］、陈阳和唐晓华［１１］分别采用“长江经济

带”和全国 ２８５ 个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制造业集聚与地区绿色增长效率间均呈现“Ｕ”型关系。
此外，还有研究按照不同要素密集类型进一步细分制造业后，通过考察集聚效果隐喻了制造业集聚与

绿色增长效率的关系。如韩庆潇等［１２］认为，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集聚更容易产生规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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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集聚则更易形成创新和技术进步；张向荣［１３］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的考察发

现，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制造业在这些地区已经开始出现过度集聚的情况，产生了“拥挤效

应”。可见，按照要素密集类型细分后的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增长效率的关系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多样

性，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

当前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间协同集聚如何影响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直接研究非常鲜

见，我们只能从聚焦于此的两大产业间协同集聚对地区创新效率、环境污染和常规增长效率影响的大

部分研究中窥视一二。比如，刘胜等［１４］、纪祥裕和顾乃华［１５］通过聚焦协同集聚与创新效率关系的研

究均显示，此两大产业间协同集聚对企业和城市两个维度的创新效率具有促进作用，由此可知这种集

聚会通过创新的途径提升地区绿色增长效率。同时，郭然和原毅军［１６］、苗建军和郭红娇［１７］等通过聚

焦协同集聚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显示，尽管在不同的地区存在差异性，但总体而言，此两大产业间的

协同集聚在短期内会增加环境污染，由此可知这种集聚会通过增加环境污染的途径存在抑制绿色增

长效率的可能。此外，豆建民和刘叶［１８］、周明生和陈文翔［１９］等还分别以全国地级市和区域城市群为

例，分析了此两大产业间协同集聚对常规经济增长效率的增进作用。

由文献梳理可知，以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为例，研究产业间协同集聚如何影响地区绿色经济增

长效率的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第一，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各自集聚分别对绿色经

济增长效率影响效应的结论没有定论，需要根据研究维度进一步分析；第二，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

间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影响的研究非常鲜见，即使个别研究［１１］有所涉及，但也只停留在以

全行业为视角，并未深入到要素层面，即对不同要素密集型产业间集聚如何影响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

研究挖掘不够。然而，要素层面的融合是产业间协同集聚的关键，对企业的创新行为、地区的技术进

步和增长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主要围绕产业间要素层面的协同集聚如何影响绿色经济增

长效率这一问题展开研究，以期在弥补以往研究不足的同时，为从要素层面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

制造业两大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区域制造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启示。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要素适配性决定了不同产业间能够协同集聚的程度，进而也影响着这种协同集聚对协同产业所

在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具体而言，当不同产业间要素的适配程度较高时，这些产业间能够

自然达到的协同集聚程度也就越高，协同集聚对集聚产业所在地区绿色增长效率的促进作用也会越

明显；反之，当不同产业间要素的适配程度较低时，这些产业间的集聚程度越高则可能越不利于他们

所在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由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协同集聚会产生正负两方面的

外部性，故此两大产业间协同集聚对其所在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将可能表现为非线性关系。

基于此，我们构建如下非线性面板估计模型：

ｇｔｆｐｉｔ ＝ α０ ＋ α１ｐｓＸｍａｇｇｌｏｉｔ ＋ α２ｐｓＸｍａｇｇｌｏ
２
ｉｔ ＋ α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μｉｔ （１）

其中，ｇｔｆｐ表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ｐｓＸｍａｇｇｌｏ 表示生产性服务业与不同要素密集类型制造业间
的协同集聚程度，其中 Ｘ可取 ｌ、ｔ、ｃ三种情况，即为 ｐｓｌｍａｇｇｌｏｉｔ、ｐｓｔｍａｇｇｌｏｉｔ 和 ｐｓｃｍａｇｇｌｏｉｔ，且分别表示
生产性服务业与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间的协同集聚程度；ｃｏｎｔｒｏｌ 为一组控制
变量；μ为随机扰动项；下标 ｉ和 ｔ分别表示第 ｉ个省份和第 ｔ年；其他字母分别表示对应变量的系数。

宏观经济中的经济事物之间存在较为普遍的互为因果关系。具体到本文中，地区内部产业间协

同集聚在影响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同时，经济增长效率的变化也有可能会对产业间协同集聚产

生影响，即以绿色经济增长效率为被解释变量、以生产性服务业与不同要素密集类型制造业间集聚为

核心关注解释变量构建的上述计量模型中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与此同时，地区经济增长效率的变

化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动态延续性，即上一期的绿色经济增长效率会对本期产生影响。因此，为使估

计结果更准确，我们有必要将被解释变量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一阶滞后项纳入模型，构建上述模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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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动态面板估计模型，具体如下：

ｇｔｆｐｉｔ ＝ δ１ｇｔｆｐｉｔ－１ ＋ β０ ＋ β１ｐｓｌｍａｇｇｌｏｉｔ ＋ β２ｐｓｌｍａｇｇｌｏ
２
ｉｔ ＋ β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μｉｔ （２）

ｇｔｆｐｉｔ ＝ δ２ｇｔｆｐｉｔ－１ ＋ γ０ ＋ γ１ｐｓｔｍａｇｇｌｏｉｔ ＋ γ２ｐｓｔｍａｇｇｌｏ
２
ｉｔ ＋ γ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μｉｔ （３）

ｇｔｆｐｉｔ ＝ δ３ｇｔｆｐｉｔ－１ ＋ η０ ＋ η１ｐｓｃｍａｇｇｌｏｉｔ ＋ η２ｐｓｃｍａｇｇｌｏ
２
ｉｔ ＋ η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μｉｔ （４）

其中，ｇｔｆｐｉｔ － １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一阶滞后项，其余变量和符号的含义与公式（１）完全相同。
（二）变量与指标选取

１． 被解释变量
绿色经济增长效率（ｇｔｆｐ），本文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衡量指标。测度时

借鉴林伯强和刘泓汛［２０］、孟望生和邵芳琴［２１］等的做法，以劳动、资本和能源作为投入变量、地区生产

总值为期望产出变量、总量生产中排放的污染物为非期望产出变量，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框架下的非径

向的方向距离函数（ＮＤＤＦ）模型进行计算所得。其中，投入变量中劳动的衡量指标为各省区年末从业
人员数，资本的衡量指标借鉴孟望生和林军［２２］的做法，为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的资本存量①，能源的

衡量指标为各省区的能源消耗总量；期望产出变量———地区生产总值的衡量指标为各地实际 ＧＤＰ；非
期望产出变量中的污染物主要选取各地区的二氧化硫、烟尘和废水排放量为衡量指标。

２． 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关注的解释变量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要素层面的集聚程度，这一变量的衡量指

标需要在分别计算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各自专业化集聚程度的基础进一步构建，具体构建并测

度的步骤和方法如下：

首先是各省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程度（ｐｓ），具体采用 Ｅｚｃｕｒｒａ ｅｔ ａｌ． ［２３］提出的各省生产性
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与全国占比的离差绝对值之和衡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ｐｓｊ ＝ ∑ ｓ

Ｌｊｓ
Ｌｊ
－
Ｌ′ｓ
Ｌ′

（５）

其中，Ｌｊｓ为 ｊ省区 ｓ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人数，Ｌｊ表示 ｊ省区的就业总人数，Ｌ′ｓ表示除 ｊ省区外全国
其他省区 ｓ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人数，Ｌ′代表除 ｊ省区外全国其他省区的总就业人数。需要说明的是，
计算各省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这一指标时，我们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 ／ Ｔ ４７５４ － ２０１１）为
准则，将我国各省区 １９ 个分行业就业统计指标中的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
金融、租赁和商业服务、科技服务和地质探查五大行业合并代表生产性服务业。

其次是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的专业化集聚程度（Ｘ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分类
标准 ２００２ 版和 ２０１１ 版，进行对照整理后，按两位数分类法，将分类号为 Ｃ１３ 到 Ｃ４１ 中的 ２２ 个制造业
细分行业作为本文研究样本，具体操作中将 ２０１１ 年之后的“汽车制造业 Ｃ３６”和“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和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Ｃ３７”统一合并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Ｃ３６”。借鉴江静等［２４］的做法，

将各行业按不同要素密集度进一步划分为劳动密集型（ｌｍ）、技术密集型（ｔｍ）和资本密集型（ｃｍ）制造
业三大类，以此考察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的集聚化水平。详细划分标准见表 １。各要素密集度制造
业的专业化集聚程度的测算借鉴吴振华［２５］的方法，用区位熵计算。具体公式如下：

Ｘｍｉｋ（ｔ）＝
Ｌｉｋ（ｔ）∑

ｍ

ｋ ＝ １
Ｌｉｋ（ｔ）

∑
ｎ

ｉ ＝ １
Ｌｉｋ（ｔ）∑

ｎ

ｉ ＝ １
∑
ｍ

ｋ ＝ １
Ｌｉｋ（ｔ）

（６）

其中，由于 Ｘｍ包含 ｌｍ、ｔｍ和 ｃｍ三种情况；考察上述不同情况：当 Ｘｍ ＝ ｌｍ时，Ｘｍ表示劳动密集
型制造业集聚程度，Ｘｍ ＝ ｔｍ时，Ｘｍ表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程度，Ｘｍ ＝ ｃｍ时，Ｘｍ表示资本密集

—８７—

①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各省资本存量时，先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根据指数平减法调整到以 １９９６ 年为基期，再采用“永续盘存法”
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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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制造业集聚程度；ｉ表示省区，ｋ表示制造业细分行业，Ｌ表示就业人数。以 １ 作为临界点，当 Ｘｍｉｋ（ｔ）
值小于 １ 时，表示区域内制造业专业化集聚程度越低；Ｘｍｉｋ（ｔ）值大于 １ 时，表示制造业专业化集聚程
度越高；当 Ｘｍｉｋ（ｔ）等于 １，表明该省区制造业间没有明显的专业化集聚倾向。

表 １　 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细分行业名称及代码

制造业类型 细分行业名称及代码

劳动密集型
农副食品加工业 Ｃ１３、食品制造业 Ｃ１４、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Ｃ１５、烟草加工业 Ｃ１６、纺织业 Ｃ１７、纺
织服装、服饰业 Ｃ１８、制造和纸制品业 Ｃ２２。

资本密集型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Ｃ２５、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Ｃ３０、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Ｃ３１、有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Ｃ３２、金属制品业 Ｃ３３、通用设备制造业 Ｃ３４、专用设备制造业 Ｃ３５。

技术密集型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Ｃ２６、医药制造业 Ｃ２７、化学纤维制造业 Ｃ２８、汽车制造业 Ｃ３６、铁路、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Ｃ３７、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Ｃ３８、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 Ｃ３９、仪器仪表制造业 Ｃ４０。

　 　 最后是测算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两大产业间在要素层面的协同集聚程度（ｐｓＸｍａｇｇｌｏ）。我们
借鉴纪祥裕和顾乃华［１５］做法，构建如下两大产业间要素层面协同集聚程度的衡量指数模型：

ｐｓＸｍａｇｇｌｅｉｔ ＝ １ －
｜ Ｘｍｉｔ － ｐｓｉｔ ｜
Ｘｍｉｔ ＋ ｐｓｉｔ

＋ ｜ Ｘｍｉｔ ＋ ｐｓｉｔ ｜ （７）

其中，ｐｓｉｔ为根据公式（５）计算出来的 ｉ省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熵；Ｘｍｉｔ为根据公式（６）计算得出的
ｉ省区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区位熵；ｐｓＸｍａｇｇｌｏｉｔ 根据公式（７）计算得出。
３． 控制变量
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包括：政府干预程度（ｇｉ）、地区产业结构（ｒｉｓ）、城市化水平（ｕｌ）以及创新驱动

能力（ｒｄ）。政府干预程度会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政府有限的干预能够缓解市场
失灵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过度的干预则会扰

乱市场秩序，阻碍资源的配置，不利于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２６］。本文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国民

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政府干预程度；地区产业结构是影响绿色增长效率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第三

产业相较于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污染较少［２７］，所以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高则更有利于绿色增长效率的

提升，本文以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衡量地区产业结构水平；城市化的发展有助于

逐步释放经济潜能，促进集约化生产和资源高效整合，推动城市产业新旧更替，使产业扩容与生态负

向作用梯度减弱，促进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２８］。本文以分地区年末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衡量城市化

水平，创新驱动是影响绿色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创新不仅是驱动经济增长和生产率变化的重要引

擎，更是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统一，实现经济绿色增长转变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分地区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 Ｒ＆Ｄ水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创新驱动能力。
　 　 　 　 　 表 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ｇｔｆｐ ２１６ ０． ６０２ ０． ２１２ ０． ３３４ １
ｐｓｌｍａｇｇｌｏ ２１６ １． ５１３ ０． ２９１ ０． ９５９ ２． ５０２
ｐｓｔｍａｇｇｌｏ ２１６ １． ４２６ ０． ２９６ ０． ７８６ ２． ４４７
ｐｓｃｍａｇｇｌｏ ２１６ １． ６１３ ０． ３１１ ０． ８６９ ２． ３７１
ｇｉ ２１６ ０． ２６１ ０． １０６ ０． ０９６ ５． ０３１
ｒｉｓ ２１６ １． ０７５ ０． ６３７ ０． ５００ ４． ２３７
ｕｌ ２１６ ５６． １９３ １３． ７４６ ３４ ８９． ６
ｒｄ ２１６ １． １９２ ０． ８６９ ０． ０８７ １０． ２７１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自治区）

统计年鉴。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２。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根据本文设定的动态面板模型，选用差分

ＧＭＭ方法进行估计。差分 ＧＭＭ成立的前提是
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具体估计结果见表 ３，其
中 ＡＲ（２）均大于 ０ ０５，即随机扰动项不存在二
阶及以上序列自相关，同时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结果说
明工具变量也不存在过度识别，从而有效验证

了本文模型设定的合理性。由估计结果（作为比较，表 ３ 中列出了 ＯＬＳ 估计结果，具体分析中仍以差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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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ＧＭＭ估计结果为准）可知：
第一，生产性服务业与劳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间的协同集聚暂时会抑制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

的提升。表 ３ 中列（２）和列（４）估计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与劳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间协同集聚
的一次项系数均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劳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间

的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均呈“Ｕ”型关系，拐点分别为 １ ６６４ 和 １ ７３５。而当前以平均
水平表示的协同集聚程度分别为 １ ５１３ 和 １ ４２６，小于各自的拐点。可知，当前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
与劳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间协同集聚程度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仍停留在抑制阶段，也说明生

产性服务业与此两种类型制造业间的协同集聚程度还具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尤其是与技术密集型制

造业间协同集聚的提升空间更大。

第二，生产性服务业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间的协同集聚会抑制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表 ３
列（６）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间协同集聚的一次项系数为 ０ ３７５，二次项系数
为 － ０ １２８，均显著，说明生产性服务业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间的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
响随着集聚程度的提高呈现倒“Ｕ”型变化趋势，拐点为 １ ３９４。而当前二者之间的协同集聚程度为
１ ６１３，大于拐点，这说明现阶段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间协同集聚对绿色增长效
率影响主要表现为抑制作用。

第三，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估计

结果显示，地区产业结构系数均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并且平均系数为 ０ １２８，即地区产业结构
水平每提高 １ 个单位，由此引起的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 ０ １２８ 个单位。产业结构的升级蕴含了主
导产业从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高级化的转换，在此过程中伴随着技术、资金等要素密集度的提升，

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升。产业升级也使得环境污染物排放减少，从而会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

产生积极意义。城市化水平系数为 ０ ００４，且也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地区的城市化水
平每提高 １ 个单位，由此会引起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 ０ ００４ 个单位。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绿色经
济增长效率提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城市化的推进有利于社会公共资源的共享利用，

充分发挥城市中各要素资源的集聚优势，促进集约化的生产和提高资源的整合效率。另一方面，城市

化过程中伴随的产业新旧更替，会加速企业间的竞争，可有效缓解环境污染问题。因此，城市化水平

的提高有助于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

表 ３　 生产性服务业分别与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效应：基础回归

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ｇｔｆｐ

ＯＬＳ ＧＭＭ ＯＬＳ ＧＭＭ ＯＬＳ ＧＭ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ｇｔｆｐＬ１． ０． ７４９

（２３． ８０）
０． ７２９

（１９． ５２）
０． ７９８

（１７． １５）

ｐｓｌｍａｇｇｌｏ － １． ３５２

（－ ４． ５９）
－ ０． ４７６

（－ ７． ９６）

ｐｓｌｍａｇｇｌｏ２ ０． ４４３

（４． ７８）
０． １４３

（７． ８３）

ｐｓｔｍａｇｇｌｏ － ０． ６４０

（－ ３． ０３）
－ ０． １７０

（－ ４． ０６）

ｐｓｔｍａｇｇｌｏ２ ０． ２６８

（３． ３３）
０． ０４９

（４． ０２）

ｐｓｃｍａｇｇｌｏ ０． １３８
（０． ６９）

０． ３５７

（５． ９２）

ｐｓｃｍａｇｇｌｏ２ － ０． １３０

（－ １． ７６）
－ ０． １２８

（－ ６． ３９）

Ｇｉ ０． １０２
（０． ９７）

－ ０． ３１９

（－ ２． ５９）
－ ０． ０００ ４
（－ ０． ００）

－ ０． ０３８
（－ ０． ３８）

０． ２７８

（２． ６０）
－ ０． １４７

（－ １． １５）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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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续）

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ｇｔｆｐ

ＯＬＳ ＧＭＭ ＯＬＳ ＧＭＭ ＯＬＳ ＧＭ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Ｒｉｓ ０． ０５３

（１． ９６）
０． １２１

（６． ９４）
０． １３３

（４． ９２）
０． １５４

（４． １２）
０． １３０

（６． ４５）
０． １０８

（６． ３５）

Ｕｌ ０． ００８

（６． ６９）
０． ００６

（４． ４０）
０． ００７

（５． ８５）
０． ００２

（１． ６４）
０． ００８

（７． ５２）
０． ００４

（２． ９３）

Ｒｄ ０． ０１７
（１． ３２）

－ ０． ００４
（－ １． １８）

０． ００２
（０． １７）

－ ０． ００４

（－ １． ９３）
０． ０１０
（０． ８２）

－ ０． ００４
（－ １． ３３）

Ｃｏｎ １． ０４６

（４． ２２）
０． １７５

（２． ３３）
０． ４３９

（２． ８３）
０． ０３４
（１． ３６）

０． ０５７

（０． ３５）
－ ０． ３８８

（－ ３． ８５）
ＡｄＲ２ ０． ５８３ １ ０． ５６０ ５ ０． ６２２ ９
ＡＲ（１） ０． ０３６ ８ ０． ０４９ ５ ０． ０５７ ９
ＡＲ（２） ０． ７６２ １ ０． ７９４ ３ ０． ９２１ １
Ｓａｒｇａｎ ０． ７６４ ６ ０． ８１９ ５ ０． ８１９ ４

注：括号内为参数估计的 ｔ值，、、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防止伪回归，本文借鉴刘军等［２９］的方法，采用 Ｄｅｖｅｒｅｘｕ 简化后的 ＥＧ指数公式［３０ ３１］，对各地

区生产性服务业与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间的协同集聚程度进行再测算，测算结果作为前文核心解

释变量的又一衡量指标，采用差分 ＧＭＭ方法进行估计，以检验基础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具体计算公
式如下：

表 ４　 生产性服务业分别与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协同
集聚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效应：稳健性检验

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ｇｔｆｐ

（１） （２） （３）

ｇｔｆｐＬ１． ０． ７２０

（２８． ４６）
０． ７７３

（２４． ８３）
０． ７９３

（２６． ４１）

ｐｓｌｍａｇｇｌｏ － １３． ４５９

（－ ３． ５５）

ｐｓｌｍａｇｇｌｏ２ ２７． ２２１

（４． ４９）

ｐｓｔｍａｇｇｌｏ － ０． １４０
（－ ０． ０７）

ｐｓｔｍａｇｇｌｏ２ ７． ９８４

（４． ５６）

ｐｓｃｍａｇｇｌｏ ３． ８７２

（３． ７４）

ｐｓｃｍａｇｇｌｏ２ － ３２． ２２４

（－ ２． ０１）
ｃｏｎｔｒａ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 － ０． １２３

（－ ２． ２４）
－ ０． １５５

（－ ３． ００）
－ ０． １４１

（－ ２． ６５）
Ｒ２

ＡＲ（１） ０． ０４８ ５ ０． ０５２ ９ ０． ０５２ １

ＡＲ（２） ０． ７３０ ３ ０． ７２２ ０ ０． ８８８ ２

Ｓａｒｇａｎ ０． ８５２ ８ ０． ８４１ ３ ０． ８０５ ０

注：括号内为参数估计的 ｔ 值，、、分别表
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ｐｓＸｍａｇｇｌｏ ＝
Ｇｊ －∑

ｒ

ｋ ＝ １
（ＸＧｋ × ｗ

２
ｋ

(
）

１ －∑
ｒ

ｋ ＝ １
ｗ２ )ｋ

（８）

其中，ｗｋ ＝ ｌｋ ∑
ｒ

ｋ ＝ １
ｌｋ 为权重指标，ｌｋ 为产业 ｋ

的就业人数；Ｇ ＝ ＨＨＩ ＝ ∑
Ｎ ＝ １
Ｓ２Ｎ － １ ／ Ｎ为地理集中

度（即赫芬达尔指数）；Ｇｊ 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地理
集中度；ＸＧｋ 包含 ｌＧｋ、ｔＧｋ、ｃＧｋ 三种情况，且分别表
示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

地理集中度；ＳＮ 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各要素密集型
制造业在地区 ｉ 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的
比重。

回归结果（见表 ４）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与劳
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间的集聚程度和其平方项

的系数分别为负和正，且均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显
著。这说明生产性服务业分别与劳动密集型和技

术密集型两类制造业间的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增

长效率影响随集聚程度的提高均呈现出“Ｕ”型变
化特征。另外，生产性服务业与资本密集型制造

业间的协同集聚程度的系数和其平方项系数分别

为正和负，且分布在均在 １％和 ５％的显著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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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这说明生产性服务业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间的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影响随集聚程度

的提高呈现出倒“Ｕ”型变化特征。以上结果与前文基础回归估计结果保持了很好的一致性，这说明
本文的估计结果具有很好的稳健性。

（三）行业异质性检验

由于受生产性服务业自身特征的影响，不同发展水平生产性服务业与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间

的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效应也可能存在差异性。故本文借鉴李斌和杨冉［３２］的做法，

根据产业特点将生产性服务业划分为高端服务业和低端服务业，其中高端服务业包括信息传输计算

机服务和软件、金融、科技服务和地质探查行业，低端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邮政、租赁和商业服务

行业。分别分析高端和低端两种生产性服务业与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间的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增

长效率的影响效应，估计结果见表 ５。

表 ５　 生产性服务业分别与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效应：行业异质性检验

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ｇｔｆｐ

高端生产性服务业（Ｈ） 低端生产性服务业（Ｌ）

ｇｔｆｐＬ１． ０． ８１１

（２６． ２０）
０． ８０５

（２２． ７７）
０． ８３９

（２６． ２５）
０． ７６７

（１６． ３９）
０． ８１７

（２３． ２４）
０． ７７８

（２７． ３６）

ｐｓｌｍａｇｇｌｏ － ０． ２３０

（－ ４． ２６）
－ ０． １１３

（－ ２． ３８）

ｐｓｌｍａｇｇｌｏ２ ０． ０６５

（３． ４８）
０． ０５８

（２． ７２）

ｐｓｔｍａｇｇｌｏ － ０． １７９

（－ ３． ２０）
－ ０． ０５３

（－ ２． ８６）

ｐｓｔｍａｇｇｌｏ２ ０． ０４８

（２． ６６）
０． ０２４

（３． ２９）

ｐｓｃｍａｇｇｌｏ ０． ２２３

（４． ０６）
０． ２６０

（４． １９）

ｐｓｃｍａｇｇｌｏ２ － ０． ０７０

（－ ４． ６０）
－ ０． ０６８

（－ ２． ８８）
ｃｏｎｔｒａ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 ０． ００５
（０． １０）

－ ０． ０３８
（－ １． １０）

－ ０． ３４０

（－ ４． ７９）
－ ０． ０７５
（－ １． ２８）

－ ０． １５９

（－ ２． ８９）
－ ０． ３６８

（－ ５． ４０）
ＡＲ（１） ０． ０４８ ５ ０． ０３８ ３ ０． ０５０ １ ０． ０４９ ８ ０． ０４４ １ ０． ０４８ ８
ＡＲ（２） ０． ８２６ １ ０． ８２８ ３ ０． ０８３ ２ ０． ７８８ ０ ０． ８３５ ４ ０． ８３９ １
Ｓａｒｇａｎ ０． ８１７ ３ ０． ７６２ ２ ０． ７７３ ０ ０． ７９０ ８ ０． ８５８ １ ０． ７８７ ４

注：括号内为参数估计的 ｔ值，、、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可见，高端和低端两种生产性服务业分别与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间的协同集聚对绿

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随集聚程度的提高均呈现“Ｕ”型变化特点，而高端和低端两种生产性服务业
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间的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随集聚程度的提高则呈现出倒“Ｕ”型
变化特点。从系数绝对值的具体数据来看，相比之下，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劳动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的集聚对应更高的估计系数，而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集聚中则对应着相对更低的系数。这说明劳

动与技术要素更偏向于高端行业集聚，而资本要素更偏向于低端行业集聚。

由上述分析可知，高端和低端两种性质的生产性服务业与不同要素密集类型制造业间的集聚程

度对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呈现“Ｕ”型或倒“Ｕ”型的非线性变化趋势。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
步计算出这些“Ｕ”型或倒“Ｕ”型变化趋势的拐点，通过拐点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集聚程度的比
较，以确定当前我国两大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具体结果见

表 ６。可以看出：第一，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分别与劳动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协同集聚程度均已越过
“Ｕ”型曲线的拐点，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与此两种要素密集类型制造业的协同集聚程度还未越过“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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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曲线的拐点。这说明当前我国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分别与劳动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间的协同集聚有

利于提升绿色经济增长效率，而低端型生产服务业分别与此两种要素密集类型制造业间的协同集聚

则不利于提升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第二，高端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协同集聚程

度均已越过倒“Ｕ”型曲线的拐点。这说明，当前我国高端和低端生产服务业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间
的协同集聚处于抑制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的阶段。

表 ６　 不同发展水平生产性服务业分别与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协同集聚程度与绿色经济增长效率间的非线性关系判断

项目名称
劳动密集型

（Ｈ）
技术密集型

（Ｈ）
资本密集型

（Ｈ）
劳动密集型

（Ｌ）
技术密集型

（Ｌ）
资本密集型

（Ｌ）

关系 Ｕ型 Ｕ型 倒 Ｕ型 Ｕ型 Ｕ型 倒 Ｕ型

拐点 １． ４８２ １． ３９２ １． ５７８ １． ４７３ １． ３８１ １． ５７９

生产性服务业与不同要素密集型

制造业协同集聚程度
１． ７６９ １． ８６５ １． ５９３ ０． ９７４ １． １０４ １． ９１２

集聚程度是否越过拐点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当前集聚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

影响状态
促进 促进 抑制 抑制 抑制 抑制

五、结论与启示

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代表的绿色发展理念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普遍共识。而产业在要

素层面的深度融合，对于地区形成产业集聚优势、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实现经济绿色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３３］。因此，探究产业间在要素层面的协同集聚如何影响绿色经济增长效率，

对于精准把握当前产业集聚状况、引导产业在要素层面集聚更好提升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推动中国经

济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产业协同集聚为

视角，研究要素层面不同产业间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主要结论与启示如下：

首先，生产性服务业与劳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间的协同集聚均会抑制地区绿色经济增长

效率的提升。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与劳动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间的集聚还未达到最佳要素适配性的

阶段，需要进一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总体与劳动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间的协同集聚程度，以使这种集

聚更好地促进地区绿色高质量发展。而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间的协同集聚可能已出现了拥堵效应，

需要加强控制。

其次，当前我国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分别与劳动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间的协同集聚有利于提升绿

色经济增长效率，而低端型生产服务业分别与此两种要素密集类型制造业间的协同集聚则不利于提

升绿色经济增长效率。即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整体与劳动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间的协同集聚程度处于

抑制绿色经济增长效率阶段的原因在于，生产性服务业整体上偏低端化，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快生产

性服务业产业升级的步伐，加强生产性服务业与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间的协同集聚，特别

是要加强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其协同集聚程度，尽早越过拐点，才能有助于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提

升。同时，也要特别注重低端服务业知识、技术水平的提高。此外，无论高端还是低端生产性服务业

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集聚程度都已超过了现有绿色发展的需要，不利于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

最后，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均有利于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在产业集聚区，产

业结构升级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素质和效率提高两个方面［３４］。一方面，在优先发展先进

制造业，提升制造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同时，需要加快对新兴产业的培育，引导产业的转型升级；另一

方面，我们需在环境保护的前提下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以实现产业结构向绿色化、高级化转变。

另外，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需要综合利用产业集聚过程中带来的要素资源的集聚优势，积极推进集

约、绿色的城市化布局和规划，以更好实现区域绿色增长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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